
跨越、关联、互动
———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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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几十年来，全球史蓬勃发展成为学界热点，国内学界也与全球史研究紧密联结。 全球史在

早期并未引发国内学界关注，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相关学术活动的不断开展，国外著作的翻译出版，学术期

刊上的集中讨论，以及全球史理论专著和论文集的出版，推动了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和热议。 国内学界对

全球史的理论认识主要围绕全球化与全球史、跨文化互动、中心论与全球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全球史这

四个方面来展开。 除了理论探讨外，国内学界也进行了全球史实践，虽数量较少，但也出现了一些有质量

的全球史论著。 无论对全球史赞同还是批评，全球化时代世界史的书写都应该关注全球的关联和互动，并
思考中国在其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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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兴未艾的“全球史”在西方正呈蓬勃发展之势，给历史研究提供了宽广的研究视角、多元的价值取

向和丰富的研究课题。 巴勒克拉夫于 １９５５ 年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率先提出了全球

史观。 而作为学术实践意义上的全球史奠基之作当属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提出了用“世界体系”代替国别史和民族体系的理论，引
发很大反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杰里·本特利的《新全球史》也是全球史的重要代表作。

全球化的加深推动了全球史的研究，而主张“去中心化”的后现代史学也促进了全球史的勃兴，全球

史的研究和讨论成为学界热点。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第 ２２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本次大

会的第一个主题便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由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担任本场主题报告的评议人。 此次

大会还吸纳了“国际大历史协会”的积极参与，并专门组织了主题为“大历史———我们共同的多样性”①

的小组会议。 无论是作为学术传播的地域还是研究的对象，中国都已经与全球史紧密关联。

一、全球史在国内学界的传播

全球史不但在西方成为“显学”，无远弗届的全球史已经成了全球的全球史，在国内史学界也不

再是新鲜话题。 越来越多的相关文章在刊物上发表，越来越多的史家也把目光投射到这个领域，思考

全球史观下的史学理念、研究方法和历史编纂模式的转变。 因此有必要对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过程

和具体影响进行梳理，辨明源流，理清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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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是理论传播的重要介质，在全球史的传入过程中，学术交流作为理论流布的载体，其作用不可

忽视。 中美建交后，国内学者赴美交流访问变得方便和频繁。 罗荣渠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赴美交流期间，
获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享誉西方学术界，归国后便组织翻译，并与沃勒斯坦通过

信件密切往来。 在罗荣渠的力邀下，沃勒斯坦于 １９８７ 年来北京大学讲学，促进了“世界体系理论”在国内的

传播。① 国内学者早期对西方全球史的接触虽是指尖的轻微碰触，却也泛起了层层涟漪。 进入 ２１ 世纪，这
种涟漪产生了巨大回响。 国内全球史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纷纷露出“尖尖角”。 ２００４ 年，首都师范大学成

立“全球史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以来已举办 ７ 届全球史学术论坛，并组织了包括承办“世界史学会年会”在
内的多次国际交流合作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中心还邀请知名全球史学家杰里·本特利作为特聘教授进行

授课，促进了国内的全球史研究与国际接轨。 ２０１４ 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同年，北
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院”。 ２０１６ 年，山东大学成立“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特邀“世界历史研究中心”创办者帕特里克·曼宁教授开设一共六讲的“全球史概论”系列讲座。
随着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大量的西方全球史著作被翻译出版，这也顺应了学界研究的需要。 早

在 １９８７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便推出了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１９８８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出版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这一时期全球史研究正处于酝酿期，所以译著寥寥。
“加州学派”著作的传入拉开了大规模全球史著作翻译出版的序幕。 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一

部分，江苏人民出版社于 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０３ 年分别出版了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

的局限》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作为全球史系列丛书推出的还有

商务印书馆的“文明与世界译丛”、中信出版集团的“全球史译丛”、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史学前沿丛

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培文·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史系列”等。
近年来的翻译著作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历史哲学取向的全球史理论著作，包括柯娇燕的《什么

是全球史》、帕特里克·曼宁的《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等。 第二类是通史类全球史著作，包括斯

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全球史纲》，麦克尼尔父子合著的《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 ２１ 世纪

的人类网络》，本特利和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
界：一部历史》、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等。 第三类是区域性或者区时性的全球史

著作。 区域性全球史，主要是将一个或几个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考量，找出其中的互

动关系，这类作品有卜正民所著的《哈佛中国史》第 ５ 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杉山正明的《蒙古颠覆

世界史》、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包乐史的《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

沉录》等。 区时类全球史，主要是在一个时间区间内或者一个时间点上寻找全球视野下的互动与联系，
时间上的限定便于缩小研究范围，这类作品相对来说比较多，例如小约翰·威尔斯的《１６８８ 年的全球史：
一个非凡年代里的中国和世界》、基斯·杰弗里的《１９１６ 全球史》、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

主义：欧洲 ９００—１９００ 年的生态扩张》等。 第四类是全球视野下的专题研究，包括疾病、医药、物种、商
品、技术发明、知识观念等，例如乔吉奥·列略的《棉的全球史》、西敏司的《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

地位》、罗斯的《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等。
在西方全球史专著被翻译、出版的同时，国内学术期刊上也发表了一些学者关于全球史的文章。

目前可见最早与全球史相关的文章是梁紫虹翻译的杰里·本特利的《美国的世界史研究与研究生教

育》。 梁紫虹在“译者前言”提到，美国大学“世界史”课程不是“简单地在内容上包揽全球性历史”，
而“更多地侧重于寻找及应用新的、从全球角度来观察问题的宏观研究方法来解释历史现象，或者是

选择那些具有国际性影响、反映了世界各地区历史发展的相互依存性的历史现象或运动作为主要研

究对象”。 本特利在文中认为，“世界史”“不是从民族国家，而是从全球体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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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分析方法”，他总结了当前“世界史”发展的两个方向，其一“涉及世界所有地区，或至少是几个主要

地区的历史过程的比较研究”；其二，“研究不同文明传统或文化地区的各个民族之间的接触所产生

的后果”。① 可惜这篇文章并未引起学界关注。
１９９３ 年《世界历史》杂志 １００ 期之际，召开了“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世界史学科发展”的笔谈，学者们讨

论的主要还是“世界史”研究要摆脱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教条化倾向，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接轨等问题，对“全球观念”涉及不多。 １９９８ 年，张广智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发表《世界史重

构的新潮流》一文，着重讨论了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是国内较早系统介绍“全球史观”的文章。 这

一时期的国内学界已经有了不少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但钱乘旦指出，“不少人对‘全球化’表示怀疑，认为

它是帝国主义的又一个阴谋，因此‘全球史’问题的提出也一定会引起许多人义愤填膺地反对”，②可见当时

国内学者已经对全球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只是对全球史仍持不确信的怀疑态度，甚至有“阴谋论”的臆测。
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９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本次大会的三大主题之一是“全球

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论”，国内史学界也有代表团参加此次盛会。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全球化越来越被人们所熟悉和了解，全球史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期刊上全球史主

题的文章不断增多。 ２００５ 年，《学术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均在第 １ 期刊登了多位学者关于

“全球史”的系列笔谈文章，国内的全球史讨论迎来了一个高潮。 《历史研究》也在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进

行了“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全球史”的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

心主办的《全球史评论》创刊于 ２００８ 年，迄今已出版 １６ 辑，是国内第一份专门刊登全球史研究文章

的学刊，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全球史研究的进程。 大量关于未译全球史专著的书评文章在《全球史评

论》上发表，既弥补了国内全球史译著数量的不足，也推动了西方全球史研究在国内的传播。
近几年，国内学界出版了有关全球史的理论专著，进一步加深了有关全球史的理论认识，主要有

张一平的《全球史导论》和刘文明的《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 《全球史导论》是一本运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探讨全球史的著作，作者考察了全球史的理论渊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时讨论了

全球史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学科构建。 《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是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

究中心“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与互动研究丛书”中的一本，该书由“全球史理论” “文明互动和

‘文明’观念”以及“全球和互动视角的疾病传播”三个部分组成。
２１ 世纪以来，国内还出版了一些有关全球史的论文集。 夏继果和杰里·本特利共同选编的《全球

史读本》，收录了“全球史的概念”“全球史的分期”“全球史的主题”“全球史上的中国”四个方面的全球

史研究文章，包括全球史家麦克尼尔父子、杰里·本特利、彭慕兰等学者的 １７ 篇文章，是一本含金量较

高的译著。 于沛主编的《全球化和全球史》是关于“全球化与全球史”研究的论文集，收录了 ２００７ 年以前

国内全球史研究的 ４０ 篇重要论文，是对国内早期全球史研究的回顾。 此外，书末所附《近年“全球化和

全球史”论文要目索引》共 ２５９ 篇论文，全面覆盖了国内学界既有的全球史研究论文，展示了国内全球史

研究的整体面貌。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编的《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复旦、东大、普林斯顿三校合

作论文集》，涉及“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之关系”“作为区域：何为东亚与中国”“在全球史与区域史视

野中：观念、哲学与文学”“交错与关联：东亚诸国的历史研究”“全球史研究与大学国际化”五个方面的

主题，从理论和方法上探讨了全球史诸多方面的问题。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主办的《全球史

与中国》辑刊于 ２０１７ 年末出版，主编李雪涛在发刊词中表示，要“从广阔的视野和互动的视角来考察全

球史与中国的各个方面，并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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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学者对全球史的理论认识

全球史在西方兴盛于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界虽然起初反应不够迅速，但近十几年来在全

球史理论上不断探得骊珠，有关全球史的探讨，真知灼见不断涌现，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一）全球化与全球史

全球化和全球史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全球史主要的研究时段即是地理大发现

以来全球化的进程，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使得全球史在人口迁移、疾病传播、疆域扩张、物种交流、技
术转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的传播以及生态环境变迁等问题上“大显身手”。 全球化是全球史研究

出现的重要背景，“全球史主张从全球视角考察和分析世界历史的进程，专注跨民族、国家和跨地区

的文化或文明交往和联系，其实质是史学界对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的学术反思与回应”。①
在全球史的传播过程中，国内学界对全球化和全球史的认识产生了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全球史

观”。 李世安总结归纳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超越地

区、尤其是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相对应的全球史观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整

体，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的一

种新形式或新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全球史观为“近代历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而且现代

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这种全球史观的核心，是‘欧美中心论’”；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

西方化或美国化”，相对应的全球史观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其核心是‘美国中心论’”。② 后两种观

点主要见于全球史刚刚传入不久的一些早期研究文章里，这些文章中对全球化的误解导致了对全球

史的误解，否定全球化的同时也否定了全球史。 李世安直接指出，“全球化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化和美

国化”，因此认为全球史观以“欧洲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为核心的认识是错误的。③
国内学者最初在认识全球化和接受全球史的过程中，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认为，全球史摒

弃“欧洲中心论”的西方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研究大有裨益，能有力推动史学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又认

为，要警惕“全球化意识形态”，“若把‘全球史观’当作一种‘全球化’的历史观念，那就难免陷入西方

意识形态———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陷阱中去”。④ 实际上，全球史的兴盛，既有全球化的外部背景，也有

其自身的内在学术理路。 ２０ 世纪上半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提出的“文明形态史观”，以“文明”为单

位，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研究单位，突破了“欧洲中心论”，“这种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后来在某种程度上

被后来的全球史学者所继承”。⑤ 麦克尼尔等全球史学家，便是立足于“文明形态史观”的理论基础，
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跨文化互动研究。 此外，后现代史学瓦解“宏大叙事”，反对线性史观和“欧洲中心

论，突破了既定的史学研究范式；而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下，大量非西方历史的书写也使得世界史研

究重新被审视。 这些都成为推动全球史发展的学术背景。
（二）全球史核心：跨文化互动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跨文化互动”是全球史的核心理念。 刘新成明确指出：“全球史学者把跨文化互

动理解为全球发展的核心。”⑥新兴的全球史提倡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跨民族、跨国家、跨地区、跨文化的研

究，诸如长途贸易、人群迁徙、技术转移、军事扩张、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传播、物种交流等均包含互动信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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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共生圈’或互动区是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① 跨文化互动

也是全球史重要的研究视角，董欣洁认为，这种研究视角对世界史研究有三个方面的提升，即“扩展了世界

史研究的对象”，“更新了对世界史进程的解释模式”，“努力克服‘欧洲中心论’，追求全球视野的实现”。②

“互动”作为全球史的核心观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刘新成指出，全球史学家之所以把“互动”
作为建构世界历史的基础，是因为“‘互动’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互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

力”。 他还总结了全球史家表达“互动模式”的十种方式。③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互动”的局限性。
俞金尧认为，“互动”是有条件的，“它应该指地位独立、平等的双方或多方，共同参与互惠互利的活

动，所以，它也只能适用于历史上那些和平、平等，以及互惠于双方的联系和交往，比如贸易、文化、信
息、技术、物种等等的交流”，而历史上很多关系是不对等的，甚至是用暴力手段强迫而成的关系，“互
动”概念并不适用这些关系。④ 张旭鹏认为，在理解全球史的互动问题时，必须考虑殖民主义和帝国

主义，“必须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冲突与斗争、统治与反抗”。 因此，近年来史家更愿意使用“遭遇”（ｅ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一词，因为“它比‘互动’更能体现全球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⑤

对于全球史跨文化互动研究存在的不足，国内学者也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 刘新成谈到，全球史

学者对社会内部发展即内因关注不够，“因此在分析跨文化互动对各个社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影响时就显得缺乏深度”。⑥ 董欣洁提到，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显露出自身的问题，“即
如何把握历史叙述内在的平衡，怎样对发生交往的双方或多方主体的历史作用做出准确的界定与判

断”。⑦ 夏继果认为，目前“互动”研究存在的不足有：一是过于集中关注“具有流动性的主题”，满足

于对现象的描述，特别是对流动两端的描述，缺乏对流动的大背景和流动机制的分析；二是对历史上

曾经存在的各种“联系”缺乏鉴别。 除了“互动”研究，他进一步提出了“比较”和“建构”的研究，建议

“全球史学者应当像重视互动研究一样，同等地重视‘比较’和‘建构’的方法，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互

动研究目前存在的不足，把全球史研究引向深入”。⑧

（三）中心论与全球史

全球史提倡要在全球视野下关注多个文明和地区之间的跨文化互动，用一种平等和客观的视角

来看待诸文明和诸地区，对中心论尤其是一直以来的“欧洲中心论”秉持批判和超越的态度，于沛就

此指出，“全球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征之一，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⑨ 国内外学界对“欧洲中心

论”的批判由来已久，但是具体的批判方式却不尽相同，以往学者多采取意识形态的角度，认为它是

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 对此，刘新成指出，全球史学者“从学理上分析了‘欧洲中心论’产生的原因及

其谬误的根源”，认为世界历史领域造成“欧洲中心论”的原因有两个，即“以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模式”
和“‘依据结果反推原因’的分析方法”，这样就“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彻底颠覆了‘欧洲中心论’”。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一些全球史的著作并未完全摆脱中心论的阴影，“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

史》和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也被认为尚未脱离‘欧洲中心论’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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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欣洁：《西方全球史的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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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世界历史》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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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球史的“去中心化”，国内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 杨念群评价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
界：一部历史》为一本“去中心化”历史之作，在该书作者眼里，“‘历史’没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分”。① 葛

兆光对此发问：“历史如果不能在意义上，区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那么，历史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件

堆垛和人物杂烩，这可能吗？”②然而，也有学者如林中泽认为，全球史研究不是不谈中心，而是既重视对

中心地区的研究，也重视对边缘地区的研究，“力求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寻找出某种内在联系，甚至企图在

各不同的区域中心之间建立起某种可能的联系”。③ 其实，从客观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心是一

直存在的，在某些历史阶段的某些区域内，确实存在大大小小的中心，这是历史本身的实际。 从认识论

上来看，“中心”也是与“边缘”相对而存在的，如余伟民认为，“在结构分析中，‘中心’是必要的范畴，结
构与中心的一致性既表现在理论逻辑中，也表现在按这种逻辑阐释的历史运动的实际中”。④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全球史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内学界独领风骚，研究成果丰硕。 何平认为，
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倡的“世界历史”，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一种全球视野，“马克思从欧洲历史演化中抽

象出五种生产方式更迭的模式，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说明这是一个世界上所有社会演化的模式，但他使用

的语言是全球史视野下的语言”。⑤ 在胡成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现了社会变迁、自然环境的变

化、不同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等要素，而“‘全球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当年提倡的“世界历史”有所不同，却在研究视野和胸襟上没有太多不同之处”。⑥ 然而，马克思生活

的时代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阶段，彼时更多的是资本全球扩张的情形，这和今天所讲的全球化进程

有一定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研究也与今天的全球史研究不尽相同。 国内学者在探讨马克思

主义史学与全球史的关系时，更多的是从纯学理角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讨
论的多是整体、机制和系统等理论，从理论到理论进行理论互证，而没有结合更多的历史实际来谈。

国内学者在对全球史的解读过程中，有时把全球史理解为一种理论上的“全球史观”，而对其作

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的层面有所忽略。 从某种意义上看，把全球史当作一种史观没有问题，问
题是不能把全球史仅仅看成一种狭隘的史观，而应看到全球史中所蕴含的“一种历史思维、一种历史

认识的‘方法’，而非理论基础”。⑦ 或许把全球史看成一种世界历史的编纂方式，更有利于借鉴全球

史的积极方面来弥补国内世界史研究的短板，正如刘新成所指出的：“国内有些学者用全球史观与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做比较，把编纂通史的某种方法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相提并论，似乎不很妥当。
‘世界横向联系’历来是我国世界通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全球史正好弥补我们的不足，因此在我国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⑧总之，如果把全球史看作一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引入国内学界的时候，也要

注意扬弃，不能简单重复西方的概念工具，要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思考。 于沛从民族记忆的角度提出对

全球史的态度，提倡“我们要有属于自己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全球史

的研究，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历史记忆，使我们历史记忆的宝库中有更加丰富的资源，从而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做出更加积极有益的贡献”。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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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学界的全球史实践

国内学界的全球史实践刚刚起步，相关文章和著作还比较少。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全球史

是什么》一书中将全球史分为三类：“作为万物历史的全球史；作为联系史的全球史；以整合（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概念为基础的历史。”①关于第一类的全球史，国内学界尚无像杰里·本特利的《新全球史》、乔
吉奥·列略的《棉的全球史》、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这样比较有分量的论著。

第二类全球史，强调一种跨区域的交换与联系。 在历史文献学研究领域，陈晓华在《十八世纪中

西互动：学术交流与传承》一书中，将同一时期的纪昀和法国的狄德罗、“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的
编纂进行比较，并在研究方法上加强与国内其他学科、与国外各种研究及其理论方法之间的联系，强
调以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学。 在跨国史研究领域，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

的演变（１８３０—１９３０）》探讨了“从 １８３０ 年开始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对华宣教运动中，美国传教士是

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处理跨宗教、跨文化关系的”。② 在其著作《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

与程序追求（１９１３—１９４５）》中，分析了美国在 ２０ 世纪初期，如何改造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根据自

己的价值观和利益建立国际新秩序、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过程。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近年来出现了思想

史的“国际转向”和“全球思想史”，不再把思想史的对象局限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内，而是在更广的

范围内探讨思想史。 葛兆光提出了思想史研究的“世界或亚洲史视野”，即“把日本、朝鲜和中国， 甚

至更广阔的思想空间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视野”。③ 葛兆光提倡“从周边看中国”，在《宅兹中国：重建

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他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传统，涉及“世界”、
“东亚”与“中国”、“区域史”与“国别史”等问题；在《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他
通过对李朝朝鲜《燕行录》中的朝鲜文人对于中国的观察与想象，体现思想研究的异域视角。

第三类全球史，意指一种整合结构中的全球史，即理解社会、现象、事件，需要放在诸多群体和更

广区域中。 这一类全球史是近年来全球史最热门的路径，也是全球史更为深刻的部分。
经济史研究领域是国内学者进行全球史实践较早也较为成熟的领域。 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

学者之一，李伯重是国内学界实践全球史特别是“大分流史观”的领军人物。 早在 ２０００ 年，李伯重的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１５５０—１８５０）》一书出版，他把“英国模式”与“江南模式”相比较，认为在工业化

发端之前，江南的经济发展与欧洲最发达的地区不相上下。 该书继承了他在《江南农业的发展

（１６２０—１８５０）》中的观点，继而对江南的农业和早期工业化发展进行了立体的考察，突破了“欧洲中

心论”。 在 ２０１０ 年出版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一书中，李伯重继续采用比较经济史方法，通过对

１８２３ 年—１８２９ 年华娄地区的 ＧＤＰ 与 １８１０ 年代荷兰的 ＧＤＰ 进行比较，得出当时江南的经济状况已经

脱离传统农业而迈向了工商业的早期经济阶段的结论。 在 ２０１７ 年出版的《火枪与账簿》一书中，李
伯重则将全球史研究从经济史拓展到军事史和物质文化史，书中总结了 １５ 世纪—１７ 世纪中期即早

期经济全球化的两个主要特征是“火枪”和“账簿”，在对商业利益疯狂追求的国际贸易和为了实现这

种追求而使用的新型暴力的相互交织下，早期经济全球化的画卷徐徐展开。 李伯重还指出，全球史在

１５００ 年以后才更具研究意义，１５００ 年是西方近代化的开端，在西方近代化的进程中，西方的兴起固然

作用显著，被参与地区的反馈也同样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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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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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什么是全球史》，杜宪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５ 页。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１８３０—１９３０）》，《历史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葛兆光：《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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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也是较早关注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国内学者之一，他在 ２００３ 年出版的《晚明史》中便提出，
晚明正处在地理大发现后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从全球化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会带来更多的启

示。 该书不仅关注全球经济与晚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探讨了晚明社会的出口经济对东部沿海市

镇经济发展的影响。 同时，该书还将耶稣会士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作为全球视野下晚明研究的一个重

要方面。 樊树志近几年又推出了从全球史视野研究晚明史的新作“重写晚明史”系列，进一步推动了

全球史视野下的晚明研究。
全球化视角下的贸易研究是国内经济全球史实践的着力点之一。 仲伟民于 ２０１０ 年出版了《茶叶

与鸦片：１９ 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他把茶叶和鸦片作为当时中国联结全球的关键，并创新

性地将茶叶和鸦片贸易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探讨茶叶和鸦片这两类成瘾性消费品对 １９ 世纪经济

全球化中的中国社会的影响，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全球史研究的力作。 同时，国内学者认识到，这种经

济全球化也与本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如郑成林、魏文享、李勇军的《中国近代商会通史》便把商会史

与全球史密切结合，认为无论是近代中国商会的产生、商会的组织结构还是中外商会组织之间的交流

互动，本土化行为都应被放在全球化整合结构中看待。
另外，在医疗史领域，胡成在其著作《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１８２０—１９３７）》中提出，要“在近代

中国发现世界历史”，无论是疾病的传播、中西医疗卫生知识的碰撞还是医疗卫生与殖民主义、民族

主义的关系，医疗卫生事物的展开过程已然具有全球史的意涵。 医疗传教士、西医东渐、烈性传染病、
南京废娼、公共卫生都成为胡成笔下全球医疗史的论说对象。① 在环境史领域，美国环境史创始人唐

纳德·沃斯特的学生侯深在《摩登饮品：啤酒、青岛与全球生态》一文中，考察了青岛啤酒厂最早 ５０
年间的环境史，指出啤酒业的不断发展使得青岛在全球化下“眼光向外，着落于大洋及其彼岸的其他

大洲、全球市场和资源上，让整个地球都成为其某种程度上的生态腹地”。②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２０１３ 年出版了“澳门系列丛书·全球史与澳门”丛书，③

该丛书是 ２００８ 年由澳门基金会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立项的“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

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的成果。 钱乘旦在“全球史与澳门”丛书总序里谈到，该项目的目

标是：“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澳门史，并以澳门为基点观察全球史”。④ １６ 世纪以来，澳门作为大

航海时代以来海洋上的重要贸易枢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几百年间，澳门外

引欧洲，内联中国，遂成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枢纽，也是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触、传播和影响的驿站，直接

或间接地对东西方近代历史，乃至于全球史，产生重大影响”。⑤ 研究全球史进程，澳门是其中重要的

一环，近来新兴的澳门学，其主要任务就是“以全球视野及学科理论，挖掘澳门文化的内涵，探索不同

文明在澳门‘互动相生’的形态、特质和效应”。⑥
总体来看，国内全球史研究呈“论多著少”的情况，尽管国内学界对西方的全球史理论进行了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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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成：《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１８２０—１９３７）》，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侯深：《摩登饮品：啤酒、青岛与全球生态》，刘新成编：《全球史评论》第 １４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９６—９８ 页。
其中包括娄胜华、潘冠瑾、赵琳琳：《自治与他治：澳门的行政、司法与社团（１５５３—１９９９）》；何志辉：《治理与秩序：
全球化进程中的澳门法 １５５３—１９９９》；周湘、李爱丽、江滢河：《蠔镜映西湖：屏蔽与缓冲中的清代澳门中西交流》；
臧小华：《陆海交接处：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澳门》；黎晓平、汪清阳：《望洋法雨：全球化与澳门民商法的变迁》；
徐健：《“往东方去”：１６—１８ 世纪德意志与东方贸易》；许平：《澳门纪事：１８、１９ 世纪三个法国人的中国观察》。
钱乘旦：《全球史与澳门》，见徐健：《“往东方去”：１６—１８ 世纪德意志与东方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第 ７ 页。
许嘉璐：《研究澳门文化，弘扬澳门精神》，见郝雨凡等编：《澳门学引论：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页。
赵伟：《推动澳门学研究，打造澳门“文化名片”》，见郝雨凡等编：《澳门学引论：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上），第 ３ 页。



分的探讨，但是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上略有不足。 虽然出现了一些有质量的全球史实践的著作，但相对

于理论探讨的文章，全球史实践的文章数量还很不够，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西方史学理论引入国

内学界，如何落地生根并茁壮发展？ 这是国内学界实践西方史学理论的普遍难题。

四、全球史：赞同还是批评

关于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和影响，本文有以下几点总结和思考：
第一，全球史的赞赏者们看到了全球史诸多方面的闪光点：一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提出了“长

时段观察历史”“动态观察历史”和“相对超脱意识形态化”的史学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使历史学家能

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人类历史发展整体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① 二是在研究价值取向上，全球史

基于中立的价值判断，在价值追求上，全球史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是“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②全球

史的研究不仅关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注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三是在研究内容上的突破和进

展，主要包括“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关注大

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

破除‘欧洲中心论’”。③

第二，国内学者们对全球史展开了一些批评，除了从唯物史观角度对全球史进行批评外，还认为

全球史学存在着一些理论缺陷，如“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协调民族国家的世界化与文化风格的本土

化、世界的趋同化与多元化等矛盾；在史学研究领域越来越细化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

究的关系；以及作为新的世界历史如何既能展示世界的整体性和多元性，又能揭示这种整体性和多元

性的互动过程”。④

第三，国内的“世界史”学科长期以来可谓是“外国史”的代称，并在“世界史”内部划分为英国

史、法国史、美国史等次级学科。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世界的历史，在地的、全球的历史，有必要跨

越国家和地区，寻找联结全球的跨文化互动方式，包括经济和贸易的展开、生态环境、物质文化交流、
情感、全球知识、疾病医疗等。 全球化时代世界史的书写，方法论上需要突破以往世界史的桎梏，研究

范围上需要不断拓宽边界，探索和发现全球网络的形塑过程。
第四，中国是全球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国作为东亚文明区的中心，在东亚政治、经济、文化的

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作为全球网络中的一个部分，自早期近代以来就是全球贸易中的

重要经济体。 国内学者在进行全球史研究的实践时，应自觉将中国的特殊经验融入到全球的关联互

动中去，发现中国得以联结全球的关键纽带，并由此出发进行全球史的研究实践。
二十多年来，随着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给国内学者带来很多启示，推动了国内的史学研究。 全

球史跨越民族国家的藩篱，强调跨文化互动，探寻全球在时空上的关联，这些都令国内学者耳目一新。
近十几年来，国内运用全球史方法进行研究的论著开始涌现，冀盼未来全球史将在国内学界呈现更加

繁荣的景象。

（责任编辑：邱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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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ｕｒ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Ｈｕａ
　 　 Ｆｒｏｍ １７８５ ｔｏ １８３２，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ｕｒ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ｗ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ａｓ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ｕ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ｏ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ａｌ ｆｕｒｓ ａｓ
ｍａｉｎ ｉ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ｏｃｅａｎ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ｅ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ｓ ｉ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ｓ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ｆｏｕｒ
ｍａｉ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ｔｅａｄ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ｕｄｄｅｎ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ｕｘｕ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ｕ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ｔ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ｗａｓ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ｕｒ ｔｒａｄ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ｄ ｍｏｒ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ｋｅｙ ｐａｎ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ｎ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Ｈａｗａｉｉ，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ｏｒ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ｔｒｉ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 Ｈｕａ， Ｃｈｅｎ Ｚｕｇ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ｈｅａｔｅｄ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ｕｔ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１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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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ｓｏｍｅ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ｏｏｋ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 ｉｓ ｓｍａｌｌ．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ｗｅ ａｇｒｅｅ 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ｅｎ ｗｅ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ｉｌｌ ｐａ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ｅ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ｎ Ｗｅｎｌａｎ’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ｖｉｎｇ ｏｆ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ｍｉｎｇ

　 　 Ｆａｎ Ｗｅｎｌａｎ’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ｖｉｎｇ ｏｆ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ｍｕｓ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ｖｉｎｇ ｏｆ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ｂｕｔ Ｆａｎ Ｗｅｎｌａｎ’ ｓ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ｖｉｎｇ ｏｆ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ｗａｓ ｒａｒｅｌｙ ｋｎｏｗｎ ｂ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ｃｏｐｉｅ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ｕａｎｇ Ｋａｎ’ ｓ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ｖｉｎｇ ｏｆ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ｒ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ａｎｇ Ｋａｎ ａｎｄ Ｆａｎ Ｗｅｎｌａ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Ｆａｎ
Ｗｅｎｌａｎ ｍａｄｅ ａ ｎｅｗ ｓｔ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ｈ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ｖｉｎｇ ｏｆ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ｂｕｔ ｎｅｖｅｒ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Ｈｕａｎｇ Ｋａｎ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Ｎｏｔｅｓ ｑｕｉｅｔｌｙ ａｎｄ ｎｅｖｅｒ
ｔａ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ｖｉｎｇ ｏｆ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ｈｉ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Ａ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 Ｆａｎ
Ｗｅｎｌａｎ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ｎｉ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ａｎｇ Ｋａｎ ａｓ Ｆａｎ Ｗｅｎｌａｎ ｗａｓ ｎｏｔ Ｈｕａｎｇ Ｋａｎ’ 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ｅ，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ａｓ ｌｉｋ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ｑｕｉｔｅ ａ ｆｅｗ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ｈｉｓ ｏｗ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ｕａｎｇ Ｋａｎ’ 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Ｎｏｔｅｓ， ｅｖｅｎ ｉｔ ｈａｄ ａ ｆｅｗ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ｉｎｇ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ｏｔｈ ｈｅｌｐ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ａｎｇ Ｋａｎ ａｎｄ Ｆａｎ
Ｗｅｎｌ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ｖｉｎｇ ｏｆ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Ｍａ Ｙｉｎｑｉｎ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Ｇｕｉ Ｎｉｎｇ Ｆｕ Ｍｕ ｉｎ Ｇｅ Ｔ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ｎｇｓ．
Ｏｎｅ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ａｔ ａ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ｗｅｎｔ ｂａｃｋ ｔｏ ｈｅｒ ｏｗ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ｈ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ａ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ｇｏｔ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ｓｓｕｒｅ ｈ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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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ｗ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ｈ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Ｇｕ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ｓｏ Ｃｈｕａ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ｓ Ｏｌｄｅｓ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ｗａｓ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ｇｏ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ｓｏ Ｃｈｕａ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ｓ Ｏｌｄｅｓ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ｄ 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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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Ｑ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Ｇｕｉｎｉｎｇ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ｈｕｍａｎｅ， ｉｔ ｈａｄ ｌｅｓ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Ｔｓｏ Ｃｈｕａｎ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ａｔ Ｇｕｉｎｉｎｇ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ｏｒｄ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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